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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型生活事件對大學生網絡成癮的影響：
主觀幸福感的中介作用和外控型人格的調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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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基於資源保存理論分析了壓力型生活事件、外控型人格與主觀幸福感對網絡成癮

的影響機制。374名来自澳门、珠海、南京和沈阳的在校大學生参与了本次调查。本研究的結果

顯示：（1）壓力型生活事件负向影响主观幸福感；（2）壓力型生活事件正向影响網絡成癮；

（3）主观幸福感在壓力型生活事件和網絡成癮之间發揮中介作用；（4）外控型人格调节壓力型

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降低壓力型生活事件对大学生主观幸

福感影响的建议，以及如何避免网络成瘾产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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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和智能手機的普

及，互聯網已然成為人們生活的必需品。根據中國

互聯網絡資訊中心最新的《青少年上網行為研究

報告》指出 : 截至 2015 年 12 月，中國大陸青少年

網民規模已經達到 2.87 億，占中國青少年人口比

例 87.3% [1]。而且有研究表明，網絡成癮出現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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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低齡化的特點，網絡用戶中，網絡成癮的發

生比率為 2.4%-18.2%，其中，青少年是主要的網

絡成癮人群 [2]，而且這一比例的數字呈現逐年遞增

的趨勢。大學生在校期間具有較多課外自主時間、

課程教學依託於網絡、以及缺少家長監督等原因

促使大學生成為青少年中網絡成癮的高發人群 [3]。

網 絡 成 癮（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 IAD） 是

一種非成癮物質使人產生的上網行為衝動失控的

結果，是一種不良適應行為的表現（maladaptive 

behavior）[4]。網絡成癮的症狀主要表現為兩個方

面，分別是個體無節制的使用網絡，以及網絡成

癮導致個體的日常生活功能受到損害 [5][6]。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研究者們試圖找到網絡

成癮的成因及其給青少年帶來的影響，並取得了

一定的研究成果。儘管如此，仍有許多尚未解決

的問題有待探尋和檢驗，如對網絡成癮的影響機

制的研究仍不夠全面 [7-11]。根據研究結果顯示，

網絡成癮的影響因素總體上可分為五個方面：網

絡 應 用 程 式（applications）、 社 會 支 持（social 

support）、心理因素（psychology factors）、壓力

型生活事件（stressful life events）以及遺傳和生物

因素（genetic and biological factors）[12][13] 。其中，

心理因素又可細分為人格特質、社交障礙、自我

效能感、自尊、主觀幸福感、孤獨感、抑鬱等。 

由此得知，網絡成癮的研究充滿多樣性和複雜性，

而此種複雜性就給學者的研究帶來了一定的難題，

如不同的心理因素（如生活滿意度、人格特質、

自我效能感、自尊等）在網絡成癮過程中發揮何

種作用，它們是獨立存在還是交互作用存在，這

些都值得學者們花大量的時間精力去進行實證檢

驗。因此，現有的研究成果尚未得出完整的理論

體系時，本研究做出如下發展和完善：第一，很

多研究者分析網絡成癮產生的原因時，嘗試從網

絡成癮個體的內在特質進行解釋。例如：分析艾

森克人格特質、感覺尋求、焦慮特質來解釋網絡

成癮產生的原因 [14-18]。但是這種類型的研究過度

關注了個體內在特質對網絡成癮發揮的影響力，

忽略了外在環境因素對大學生網絡成癮產生的影

響。所以本研究將壓力型生活事件作為大學生面

對的外在環境因素，分析其對網絡成癮產生的影

響。選擇壓力型生活事件的原因是其不僅會影響

大學生的主觀幸福感 [19]，還會促使大學生選擇網

絡的方式來逃避壓力 [20-21]。第二，本研究還將外

在環境刺激（stimulus）和心理特征整合到一個研

究模型中，分析壓力型生活事件和外控型人格的

交互作用對網絡成癮產生的影響。因為個體在面

對壓力型生活事件時，其心理反應和行為表現存

在不同，所以分析這樣的交互作用能更好的解釋

網絡成癮產生的原因。第三，本研究採用資源保

存理論（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作為整

個研究模型的全局理論（overarching theory），解

釋壓力型生活事件使個體擁有的資源（主觀幸福

感）產生變化時，所導致的不良適應行為（網絡

成癮）。同時，“認知 - 情感 - 行為”視角也是構

建本研究理論模型的重要依據 [22]。根據該視角的

觀點，認知會引發情感和行為反應，而不良的認

知模式和習慣會導致慣性消極認知、情緒和行為

等。若不能有效控制、消解、自我調節這些情緒

反應和衝突，則會對個體生理或心理狀態造成負

面影響。由此，本研究認為引起個體主觀幸福感

變化且產生行為改變的並不只是壓力型生活事件

這一個因素，而是個體對壓力型生活事件的認知

和解讀。因此，本研究選擇了外控型人格這一代

表了個體歸因和認知特點的因素作為調節變量，

分析大學生個體在面對壓力型生活事件時，該人

格特質對應的認知特點是否會影響大學生個體對

生活事件的解讀，從而造成其主觀幸福感的變化。

1　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1.1　壓力型生活事件與網絡成癮

壓力型生活事件是指個體在學習、工作、家

庭和社會環境中遇到的各種刺激的總和 [23]，而其

中包含的刺激的種類範圍也很廣 , 可表現為具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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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如金錢損失、失戀等，也可表現為抽象範疇

的刺激如工作環境不理想、領導風格嚴苛、自卑

等。而不管是具體的還是抽象的刺激，都會對個

體的生活、情感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 [23]。網絡成

癮是一種對網絡的不適當使用，從而引發個體產

生對網絡過分依賴、難以戒斷的表現，也是一種

因過度使用網絡導致終日沉迷於此的上癮表現。

網絡成癮者會持續不斷地有上網的欲望，若得不

到滿足會有焦躁不安、煩躁等情緒，嚴重者甚至

會導致行為失控。

資 源 保 存 理 論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COR）認為，個體自身擁有一定有價值的

資源，包括物品（object）、個體特質（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條 件（conditions） 和 能 量

（energies），當個體的資源減少時會竭力保護資

源並盡力借助其他方式來補充自己的資源 [24]。基

於資源保存理論，本研究認為壓力型生活事件會

使大學生個體產生自身擁有資源減少的認知。這

是因為大學生個體面對的壓力型生活事件大多與

校園生活有關：學業和就業的壓力、考試失利、

朋輩之間的比較、異地求學帶來的陌生感和孤獨

感、經濟困難導致的學費和生活費的缺少、長期

處於不良的人際關係環境中等。這樣的壓力型生

活事件的發生會讓大學生個體感受到自身的資源

不斷失去，也會產生尋求資源的動機。 

網絡的社交、娛樂和媒體功能是大學生個體

在最短時間內獲得資源最方便的方法之一。現有

的研究表明，個體的資源損耗會提升青少年網絡

使用的頻率和時間 [20,25-26]。尤其是在現實生活中，

當不能獲得來自家庭、老師、朋輩情感上的鼓勵

和支持時，大學生個體會很容易通過網絡在虛擬

世界中尋求這樣的情感支持，以此作為壓力型生

活事件所導致的情感和關係缺失的補償 [27]。此外，

大學生個體在學業上遇到的挫折以及在朋輩的壓

力下（peer pressure），網絡給他們提供了一個逃

避現實的虛擬世界。在網絡世界裏，他們可以暫

時忘卻學業和生活中的煩惱，網絡遊戲和網絡社

區裏面的影響力又可以彌補現實中缺失的自我認

同感和自我價值感。這些都會讓大學生個體從新

資源的獲得中體會到網絡帶來的滿足感。根據上

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設 H1：壓力型生活事件對

大學生網絡成癮產生正向影響。

1.2　壓力型生活事件與主觀幸福感

主觀幸福感是個體按照自己主觀確定的標準

對其生活狀態和情感體驗做出的評價，包括生活

旺盛（fl ourishing）、積極情感（positive feeling）

和消極情感（negative feeling）三個維度 [28]。生活

旺盛是個體依據其主觀體驗判斷其是否擁有幸福

生活的認知評價，而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是個體

通過評估自身生活中的積極因素與消極因素 [29-30]，

再將兩者作比較，從而得出的關於情感體驗方面

的評價。所以，主觀幸福感代表個體對其生活中

所擁有的資源以及其情緒資源狀況的評價 [28]。

研究表明，壓力型生活事件會對大學生個體

的生活旺盛感產生負面影響 [23]。這是基於資源保

存理論的主要觀點，即資源的保存會給個體的生

活帶來正面的價值，資源的獲取能夠對個體的心

理、生理和行為產生積極的影響，反之會帶來消

極影響。因此，從生活旺盛的維度來看，壓力型

生活事件的發生會導致個體感覺自己所擁有的生

活資源無法得到保存及持續獲取。在大學生個體

主觀的評價中，會認為壓力型生活事件的發生使

自己難以達到幸福的標準，降低了生活旺盛感，

導致主觀幸福感的下滑。

再者，壓力型生活事件經歷得越多，個體承

受的心理和生理壓力就越大 [30]。根據關於壓力的

交互作用模型 （Transactional model） [32-33] 視角，

大學生個體會判斷生活事件事件對其資源產生的

影響。依據判斷的結果，大學生個體會產生壓力

應對過程和應激反應。壓力型生活事件的發生會

導致個體產生面對生活壓力的负面评价，帶來積

極情感資源流失並降低主觀幸福感。此外，研究

者們也指出壓力型生活事件的發生的關聯因素，

例如頻率、刺激強度和持續時間也會影響大學生

鄒文篪等　壓力型生活事件對大學生網絡成癮的影響：主觀幸福感的中介作用和外控型人格的調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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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的主觀幸福感 [34-35]。根據上述分析，本研究

提出假設 H2：壓力型生活事件對大學生主觀幸福

感產生負向影響。

1.3　主觀幸福感與網絡成癮

網絡資源使用動機分為：學習（learn）、社

會 補 償（social compensation）、 消 磨 時 間（pass 

time）、娛樂（entertainment）和朋輩聯繫（peer 

communication）[36]。但大學生個體的上網動機，

更多是為了獲取身心的愉悅或者彌補對現實世界

的不滿 [37]，也就是上述動機中的社會補償動機。

社會補償屬於心理防禦機制（psychological defense 

mechanism）的表現，是指當個體遇到困境或挫折

時，希望通過其他物質、心靈等資源的獲得，來

補償因挫折給其帶來的消極情感或行為而帶來資

源的損失，以此來減輕內心不安和恢復心理的穩

定 [38-39]。

主觀幸福感代表了大學生在其生活中所擁有

的資源的多少 [27]。前文論述了壓力型生活事件給

大學生帶來資源損失會影響其主觀幸福感。因為

這樣的資源損失會導致個體負面情感的產生，并

影響主觀幸福感。在此情況下，個體需要通過社

會補償的形式來獲取資源，減少資源損失給自身

帶來的負面情感。上網作為社會補償的方式之一，

能對個體的負面情感的產生感進行補償 [25-26]。因

此，有理由認為主觀幸福感下降会造成網絡成癮

的產生。反之，當大學生個體具有較高的主觀幸

福感，其需要通過網絡獲得社會補償的動機會大

大降低，這也会降低了網絡成癮的產生。

此外，情緒會影響個體的認知水準和思考風

格，負性情緒會增加個體認知偏差出現的可能性，

如焦慮個體會過分注重自身產生的失誤，擾亂正

常的認知過程；神經質的個體會有情緒波動與衝

動，對生活滿足感的認知會出現錯誤評價 [40]。由

此，有理由認為主觀幸福感低的大學生對自身與

他人的關係的感知更為消極，認為他人不能理解

自己 [41]，所以會與他人保持疏遠關係 [26]。而由於

現實生活中趣事的發現通常需要多人參與及分享，

所以與他人關係疏遠的大學生會表現出相對較低

的主觀幸福感。這樣的個體需要借助其他方式來

獲取相對應的情緒資源和社會支持，比如轉向虛

擬網絡尋求人際關係的建立和發展，以滿足現實

生活中與朋輩關係疏遠、消磨時間和娛樂的需求。

所以本研究認為大學生的主觀幸福感越低，其需

要尋求的補償和替代資源就越多，花費在網絡中

的時間也越长，網絡成瘾发生的概率也相對越高。

反之，若主观幸福感较越高，网络成瘾发生概率

相对越低。

綜合假設 1 和假設 2 的論述以及主觀幸福感

對網絡成癮的影響，本研究提出假設 H3：主觀幸

福感在壓力型生活事件和網絡成癮之間發揮中介

作用。

1.4　心理控制源的調節作用

現有的研究發現：在生活中盡管個體在經歷

重大壓力型生活事件後認知和情緒會遭受強烈打

擊，但其中的絕大部分人並沒有表現出嚴重的心

理疾病，如抑鬱和自殺傾向。這說明消極認知或

情緒在進行遞進轉換時，可能有其他因素對原有

關係發生了影響，如人格特質 [42]。心理控制源作

為一種典型的個體人格特質，會將個體經歷的生

活事件做不同的歸因，這種歸因會使個體產生不

同的情感和行為 [43]，其歸因方式包括外控（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和內控（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

兩種互為反向的歸因類型 [44]。傾向於外控歸因的

個體，可稱之為外控型人格，他們傾向於把結果

歸因於外部因素影響，認為結果是由運氣或命運

等外部作用力決定的 [45]。相反，傾向於內控歸因

的個體，可稱之為內控型人格，他們認為結果與

個體自身的能力、努力程度等因素有關，並認為

自身的努力可以改變外在環境因素影響。因此，

個體對壓力型生活事件的理解會受心理控制源的

影響。在此情況下，若大學生都面臨同樣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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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生活事件，外控型人格通常做外部歸因，認為

外部因素掌控自己的生活，自我難以掌控前途命

運，他們對生活的掌控感明顯弱於內控型人格，

面對的壓力也隨之更大。這使其受壓力型生活事

件影響時，心理資源流失會遠高於內控型人格個

體，最終導致主觀幸福感下降得更快 [46]。基於上

述分析，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設 H4：外控型人格調

節壓力型生活事件和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係。當

大學生個體表現為高外控型人格時，壓力型生活

事件對主觀幸福感的負向影響增強。

綜合前文分析，本研究依據資源保存理論和

“認知 - 情感 - 行為”視角構建了研究模型，提

出了中介假設和調節假設，這樣的假設共同構建

了有調節的中介（moderated mediation）模型。

因此，我們提出假設 H5: 壓力型生活事件經過

主觀幸福感對網絡成癮產生的間接效果受到外控

型人格的調節作用。當大學生表現為高外控型人

格時，壓力型生活事件通過主觀幸福感對網絡成

癮產生的效果減弱。研究假設對應模型如圖 1 所

示。

2　方法

2.1　被試  

本 研 究 將 採 用 結 構 方 程 模 型 與 SPSS 的

Process 插件對數據進行統計。抽樣的過程中採取

了以班級為單位進行便利抽樣，向位於澳門、珠

海、南京、瀋陽的七所高校大學生發放問卷。问

卷发放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大三年级的同学，共發

放問卷 450 份，回收並剔除無效問卷後獲得有效

問卷 374 份，有效回收率為 83.1%。其中男生 146

人，女生 228 人。樣本年齡範圍在 18-22 歲之間，

平均年齡為 20 歲。

2.2　工具  

採用的外控型人格和主觀幸福感量表原始版

本皆為英文。因此需要對英文量表進行翻譯和修

訂。為了確保量表意義的準確性，本研究對量表

的翻譯採用了標準的“翻譯—回譯”程式，最終

得到正式施測量表。

2.2.1　大學生生活事件量表  

採用劉賢臣等編制的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ASLEC）[47]。該量表由 27 項壓力型生活事件構

成，包括 6 個分量表：人際關係、學習壓力、受

懲罰、喪失、健康適應和其他。本研究將選項設

置為未發生（評分為 0）和發生後的影響程度（1 

= 沒有影響，5 = 極重影響）6 個選項。本研究中

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0.93。

2.2.2　外控型人格 

採用 Spector [48] （1988）編制的心理控制源量

表中的外控型（externality）維度量表。因為施測

對象是大學生，所以將部份題目文字進行微調，

圖 1 假設模型路徑圖

壓力型生活事件

外控型人格

主觀幸福感 網絡成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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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適合施測對象背景。該部分量表包含 8 個條目，

採用了李克特 5 點量表評分（1 = 非常不同意，5 

= 非常同意）。本研究中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為 0.87。 

2.2.3　網絡成癮  

採用白羽和樊富瑉針對中國大學生修訂的網

絡成癮量表的中文版 [49]。該量表根據 Young[6] 及

Morahan-Martin 和 Schumacher[50] 的量表發展而成，

共 19 個條目。量表採用了李克特 5 點量表評分（1 

= 非常不同意，5 = 非常同意）。本研究中該量表

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0.86。 

2.2.4　主觀幸福感

採用 Diener 等 [28] 開發的主觀幸福感量表。该

量表测量了个体的积极和消极情感，以及生活的

旺盛感，共计 20 个条目。该量表採用了李克特 5

點量表評分。其中關於積極和消極情緒問題的評

分方法採用“1= 從不，5= 大部分時間”；關於

流暢感問題評分方法用“1 = 非常不同意，5 = 非

常同意”。本研究中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0.93。

2.3　數據處理   

本研究採用 SPSS22.0 進行信度分析、描述

統計分析和 Pearson 相關分析；採用 SPSS Process

組件進行中介檢驗和有調節的中介檢驗；採用

Mplus8.3 進行區分效度檢驗。

3　結果  

3.1　驗證性因數分析  

本研究在數據收集過程中採用了匿名和保密

的方式對調查程式進行了控制，以減少自我報告

式的問卷收集方法所導致的共同方法偏差問題

（common method bias）。 同 時， 應 用 Mplus8.3

對区分效度進行檢驗。由於量表的題項數量較多，

按 照 Little, Cunningham, Shahar 和 Widaman[51] 的

建議採用了隨機打包（parceling）的方法，將每個

變量打包成 3 個指標後進行驗證性因數分析。表

1 中報告了包含四個變量（壓力型生活事件、外

控型人格、主觀幸福感、網絡成癮）的基準模型

（baseline model）和其他四個備選模型（alternative 

model）進行對比的結果。從擬合指標來看，基準

模型的擬合度最好：  χ2/df =2.40，RMSEA為0.08，

小於 0.1，CFI 和 NNFI 的值在 0.90 以上。與基準

模型相比，其餘 4 個備選模型的卡方值增加，而

且擬合指標和基準模型相比也不理想。表明各變

數之間有較好的區分效度，不存在顯著的共同方

法偏差問題。

表 1 測量模型之間的比較結果

注：SLE 代表壓力型生活事件；ELC 外控型人格；IA 代表網絡成癮；SWB代表主觀幸福感；“+”代表變數合並。

　模型 包含因數 χ2 df χ2/df RMSEA CFI SRMR

基準模型 4 因子：SLE; ELC; IA; SWB 115.02 48 2.40 0.06 0.97 0.05

  模型 1 3 因子：SLE+ELC; IA; SWB 385.03 51 7.55 0.14 0.86 0.11

  模型 2 2 因子：SLE+ELC; IA+SWB 727.84 53 13.73 0.21 0.73 0.15

  模型 3 2 因子：SLE+IA; ELC+SWB 731.27 53 13.80 0.20 0.72 0.18

  模型 4 單因子：SLE+IA+ELC+SWB 834.47 54 15.45 0.21 0.68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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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描述統計分析  

表 2 顯示：壓力型生活事件與網絡成癮（r 

= 0.66, p  < 0.01）和外控型人格（r = 0.35, p  < 

0.01）均存在顯著的正相關，與主觀幸福感（r 

= -0.37, p< 0.01）存在顯著的負相關。網絡成癮

與外控型人格（r = 0.65, p  < 0.01）存在顯著的

正相關。上述結果符合中介檢驗的前提條件。此

外，表 2 还報告了组合信度（CR）和平均方差

萃 取 量（AVE） 的 檢 驗 結 果，CR 均 大 於 0.7，

AVE 均大於 0.5，表明有較好的組合信度和收斂

效度。 

3.3　中介檢驗  

 

在檢驗變數之間的中介關係時，本研究採用

了 Cole, Walter 和 Burch[52] 的 檢 驗 方 式， 並 按 照

Hayes[53] 編寫的拔靴法（Bootstrap）腳本檢驗中介

效應的顯著性。從表 3 中可以看到：壓力型生活事

件對網絡成癮產生正面影響（β=0.60, p=0.00）；

壓力型生活事件對主觀幸福感產生負面影響（β=-

0.44, p =0.00）。 壓 力 型 生 活 事 件 通 過 主 觀 幸

福感對網絡成癮產生顯著的間接影響（β=0.50, 
p=0.00）；Sobel 檢驗（正態分佈假定）結果也表

明了壓力型生活事件通過主觀幸福感（Sobel z = 

5.31, p= 0.00）對網絡成癮產生間接影響。Bootstrap

的結果進一步說明了在 95% 的置信區間條件下，

經過網絡成癮的中介作用沒有包括 0（0.06, 0.15）。

綜合上述結果，本研究認為，主觀幸福感在壓力型

生活事件和網絡成癮之間發揮中介作用。

表 2 研究變數的描述統計和相關分析

注：N = 374；* 代表p<0.05，** 代表p<0.01。

　　　變　數 M SD 1 2 3 4 組合信度（CR） 平均方差萃取量（AVE）

1. 壓力型生活事件 2.91 0.70 —    0.88 0.71

2. 外控型人格 3.10 0.68 0.35** —   0.77 0.52

3. 主觀幸福感 3.14 0.82 -0.37** -0.28** —  0.74 0.50

4. 網絡成癮 3.06 0.64 0.66** 0.65** -0.49** — 0.81 0.58

表 3 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注：N = 374，報告結果為非標準化回歸係數，Bootstrap sample size = 5000。SE=standard Error （標準誤差），
LL=lower limit （下限），UL=upper limit （上限），CI=confident interval （置信區間）。

　　　　變　　數   β SE t  p

直接效應和總效應（Direct and total effects）

壓力型生活事件到網絡成癮  0.60 0.36 16.83 0.00

壓力型生活事件到主觀幸福感  -0.44 0.06 -7.86 0.00

主觀幸福感到網絡成癮（控制壓力型生活事件）   -0.22 0.31 -7.26 0.00

壓力型生活事件到網絡成癮（控制主觀幸福感） 0.50 0.04 13.89 0.00

                          Value SE LL95%CI UL95%CI z   p

正態分佈下的間接效果和顯著性（Indirect effect and significance using normal distribution）

     Sobel              0.10 0.02 0.09 0.19 5.31 0.00

                      M SE LL95%CI UL95%CI  

拔靴法間接效果（Bootstrap results for indirect effect）

     Effect              0.10 0.02 0.06 0.15  

鄒文篪等　壓力型生活事件對大學生網絡成癮的影響：主觀幸福感的中介作用和外控型人格的調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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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有調節的中介檢驗  

表 4 上半部分報告的是壓力型生活事件和外

控型人格的交互作用效果（interaction effect）對主

觀幸福感的影響。當个体表现为高外控型人格時，

壓力型生活事件對主观幸福感的影響力增强（B = 

0.18, p < 0.01）。 基 於 Aiken 和 West[54] 的 方 法，

本研究畫出調節效果圖（圖 2）。表 4 下半部分報

告的是在外控型人格取不同值的情況下有條件的

間接作用效果（conditional indirect effect）。在外

控型人格取低數值（-1SD）的情況下，壓力型生

活事件對網絡成癮的影響力是 0.11，在 90% 的置

信區間是（0.06, 0.18），沒有包括零。在外控型

人格取高數值（+1SD）的情況下，壓力型生活事

件對網絡成癮的影響力是 0.05，在 90% 的置信區

間是（0.01, 0.10），沒有包括零。有調節的中介

指數為 -0.04，在 90% 的置信區間是（-0.10, 0.00）。

基於上述結果，有調節的中介假設得到支持。

表 4 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注：N =374 ，報告結果為非標準化回歸係數，Bootstrap sample size = 5000。SE=standard Error （標準誤差），
LL=lower limit（下限），UL=upper limit（上限），CI=confident interval（置信區間）。

　　變　數  Β SE t  p

                                      主觀幸福感

常數  6.32 0.66 9. 63 0.00

壓力型生活事件  -0.92 0.24 -3.88 0.00

外控型人格  -0.69 0.22 -3.18 0.00

壓力型生活事件×外控型人格 0.18 0.08 2.37 0.02

                                      網絡成癮

常數  2.30 0.17 13.59 0.00

壓力型生活事件  0.50 0.04 13.89 0.00

主觀幸福感  -0.22 0.03 -7.26 0.00

外控型人格  Boot indirect effect  Boot SE  BootLL90%CI  BootUL90%CI

                                 外控型人格取值（M ± 1SD）範圍內的有條件的間接效果

-SD  （-0.68）  0.11 0.03 0.06 0.18

 M   （0.00）   0.08 0.02 0.05 0.13

+SD  （0.68）   0.05 0.02 0.01 0.10

  Index Boot SE  BootLL90%CI BootUL90%CI

  有調節的中介指數 （Index of Moderated Mediation）

外控型人格  -0.04 0.03 -0.10 0.00

圖 2外控型人格調節效果圖

4　研究结果与討論  

本研究依據資源保存理論分析了壓力型生活

事件對大學生網絡成癮影響，同時還檢驗了主觀

幸福感的中介作用和外控型人格的調節作用。研

究結果顯示：（1）壓力型生活事件對網絡成癮產

生正向影響；（2）壓力型生活事件對主觀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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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負向影響；（3）主觀幸福感在生活事件和網

絡成癮之間發揮部分中介作用；（4）壓力型生活

事件經過主觀幸福感對網絡成癮產生的間接效果

受到外控型人格的調節作用，當大學生表現為高

外控型人格時，壓力型生活事件通過對主觀幸福

感對網絡成癮產生的效果減弱。

4.1　壓力型生活事件正向促進網絡成癮

過往的研究中對於壓力型生活事件和網絡成

癮的分析雖然有相對一致的結論，但是不同的學

者關注的研究對象以及對網絡成癮分析的視角不

同。例如德國一項關於網絡依賴兒童（11-14 歲）

的研究表明，與正常兒童相比，網絡和視頻遊戲

是他們面對壓力時的首選應對方式 [55]。神經生理

視角的研究也為這一觀點提供了證據。Liu 和 Luo 
[56] 對比了 33 名網絡成癮青少年和 33 名正常青少

年的末梢血多巴胺水準（peripheral blood dopamine 

level） 和 血 漿 多 巴 胺 水 準（plasma dopamine 

level）。對比後發現，血漿多巴胺水準與每週上

網時長顯著正相關。Zhao[57] 等人的研究表明，和

普通人相比，網絡成癮者經歷的壓力型生活事件

更多，程度更嚴重。胡丹耿 [58] 對中國 2003-2009

年的 20 篇（含 10287 名調查對象）關於網絡成癮

影響因素的文獻進行了元分析，結果表明壓力型

生活事件對大學生網絡成癮具有正向影響。 此外，

國內外很多其他研究的結果也與此一致 [59-61]。

雖然很多研究者都發現生活中的壓力型生活

事件會造成網絡成癮，但是本研究的一个首要贡

献是采用了資源保存理論這個全新的視角，解釋

了為什麼壓力型生活事件會對大學生主觀幸福感

產生影響。原因如下：第一，網絡成癮是對個體

因壓力型生活事件而損失的資源的補償行為。基

於資源保存理論，個體具有保護自己現有資源和

獲取額外資源的需求。對大學生而言，當個體感

覺到資源損失時，上網這一流行、容易獲得，並

且能帶來快樂的方式就成為了他們補償資源的方

式。第二，儘管是不恰當的應對方式，但網絡成

癮是壓力型生活事件的應對策略之一。網絡遊戲

因其反饋和獎賞的即時性給人帶來快樂，社交網

站因其緩解了個體的孤獨感，滿足了個體的人際

支持需求而成為青少年乃至很多成人應對壓力的

方式 [11]。因此，資源保存的觀點為解釋大學生使

用網絡的行為提供了全新的解讀視角。即網絡使

用會在一定程度上補償和增加大學生個體的資源。

判斷是否是合理補充資源還是網絡成癮，關鍵在

於其補充資源的類型和內容能幫助其從壓力型生

活事件的負面影響中恢複，且不會因為過度使用

網絡而造成網絡成癮。這樣的研究視角帶來的客

觀分析結果，也會在未來幫助研究者確定新的網

絡成癮的判斷標注和開發新的方法。此外，如本

研究前文所述，大學生是網絡使用的主要青少年

群體，從資源保存理論視角分析其網絡成癮行為

能夠更客觀有效地對該群體的網絡使用動機進行

客觀的解讀。

4.2　主觀幸福感的中介效應分析

本研究結果顯示，主觀幸福感在壓力型生活

事件與網絡成癮之間發揮中介作用。一方面，壓

力型生活事件對個體存在的消極影響會首先作用

在個體的認知上，形成對自身生活方面的評價認

知降低。根據“認知 - 情感 - 行為”理論，這種負

面的認知隨即會產生負面的情緒，從而產生不良

行為，如網絡成癮。另一方面，消極情緒是個體

主觀幸福感的判別條件之一，積極情緒的減少、

消極情緒的增加會促使個體主觀幸福感的下降。

同時，主觀幸福感的水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個

體所擁有的資源的多少。較低水準的主觀幸福感

代表個體擁有的資源狀態不佳，難以緩解壓力型

生活事件帶給個體的消極影響。根據社會補償的

觀點 [37]，個體某方面資源的流失需要其從另一領

域補償這種心理體驗或行為損失。上網是一個非

常簡單易得的補償途徑，這是由於上網具備匿名

性（anonymity）、便利性（convenience）和逃避

現實性（Escape）的特徵。網絡使用不僅能給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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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快樂，還容易成為個體補償心理資源的重要

方式。若個體經歷較多或較嚴重的壓力型生活事

件，其需要獲得的額外心理資源也越多，上網這

種資源獲取方式就會變得頻繁，久之就形成網絡

成癮行為。

4.3　外控型人格的調節效應分析

壓力型生活事件會促使大學生個體產生心理

和行為兩方面的應對方式，但並非所有個體的心

理應對方式都趨於一致，這其中的原因包括人格

特質帶來的認知差異 [25]。不同人格對壓力或負面

狀態進行的不同歸因，會使個體產生認知上的差

異，即導致不同個體在面對生活事件時的情感反

應的差異。外控型人格傾向於外部歸因，他們在

面對壓力型生活事件的壓力時，會把壓力型生活

事件的發生歸因於外在因素的掌控，認為自己無

法改變這種壓力狀態，對自我能力表現出否定。

這種自我否定的消極認知會使其經歷壓力型生活

事件時表現得更加無助，缺少對生活的掌控感，

對未來生活的不確定感也會更強。這樣的心理狀

態會使外控型人格感受到自己心理資源的缺失，

從而在壓力型生活事件的影響下，其幸福感會降

低得更為明顯。因此，外控型人格的認知和歸因

特征會影響大學生經歷壓力型生活事件後的主觀

幸福感的高低。该研究结论对先前的壓力型生活

事件和幸福感之间的研究结论进行了完善。

此外，過往的研究中多是將外控型或內控型

人格做自變量處理，分析其對個體產生的影響 [62]。

但近階段開始有學者將心理控制源（外控型或內

控型人格）作為調節變量，分析其對大學生學業

成績產生的影響 [63]。這是因為人格特質在作為一

種心理狀態（state）的表現，在不同的情境刺激

（stimulus）之下會產生不同的認知表現 [64]。因此，

本研究將外控型人格特征作為調節變量處理，可

以更好地說明大學生個體面對壓力型生活事件這

樣的情境刺激時，人格特質的差異所帶來的認知

差異最終對主觀幸福感和網絡成癮所產生的影響。

5　实践意義與研究局限

首先，本研究基於資源保存理論和“認知 - 情

感 - 行為”模型，從認知的角度探尋了壓力型生活

事件及主觀幸福感在網絡成癮機制中的角色和作

用。研究發現的主觀幸福感在壓力型生活事件與

網絡成癮之間的中介機制，是對現有網絡成癮理

論框架的重要補充。其次，外控型人格會增強壓

力型生活事件對個體的影響，調節壓力型生活事

件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上述研究結論可為大學

生和高校管理者提供有效的參考依據。對大學生

個體而言，當自身遇到生活中的負面壓力型生活

事件時，例如就業的壓力、考試失利、長期處於不

良的人際關係環境等。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在一定

時期內會面對資源損失的困境導致幸福感下降。但

是要採用更加積極有效的方式來補償自身的資源。

這樣積極有效的方式包含：參加社團活動來從志同

道合的朋友中獲得理解和支持；從事自願者活動，

參與到社會服務當中，從給與別人幫助和愛中獲得

自我的價值感和生活的意義感；拓展自己學習知識

和技能的渠道，通過提升自身的素質來應對學業壓

力帶來的挑戰；合理規劃自己的學習、運動和網絡

娛樂時間，通過良好的生活方式來提升自己應對壓

力型生活事件的能力。總體而言，建議大學生個體

通過多種有益的渠道來幫助自己補充資源，降低生

活事件給自身帶來的影響。高校管理者也可以通過

增加對校園文化建設的投入，如加大對校園社團及

文體活動的支持，鼓勵老師課後與同學們進行溝通

和互動，構建良好的校園文化氛圍。這些都會直

接或間接地影響大學生個體對壓力型生活事件的反

應，在提升大學生個體幸福感的同時避免其網路成

癮的發生。

對於外控型人格發揮的影響，可以通過心理健

康課程及工作坊的方式傳遞心理健康知識，幫助大

學生認識到自身性格的優點和弱點。在其對自身性

格有了准確認知之後，可以通過在生活和學習中積

極培養自身的主觀能動性，減少過度外部歸因造成

的負面影響。同時，高校也可以為通過專業機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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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業人員大學生個體提供完善的心理咨詢和心靈成

長服務。通過心理幹預來引導大學生個體，幫助其

構建積極的生活認知模式和習慣。

儘管本研究取得了一些有意義的研究結論，

但是依然存在著一些局限性，需要在未來的研究

中加以完善。第一，研究方法方面，採用了橫截

面（cross-sectional）和自我報告的研究方法，未來

可採用縱向（longitudinal）研究法，更有效地追蹤

壓力型生活事件、心理控制源、主觀幸福感與網

絡成癮之間關係及其動態變化過程。此外，網絡

成癮的行為表現還可採用同伴、父母評價的方式，

避免個體自評帶來的社會稱許（social desirable）

現象。第二，本研究采用了便利抽样的方式，没

有分析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大学生群体面对生

活事件的影响时是否存在差异。现实中，大学生

群体在不同年级或不同专业面对的生活事件是不

同的。例如大一新生面对的更多是来自新环境和

新学习方式所带来的影响，但大四的同学除了学

业压力之外，还要面对就业或读研压力带来的挑

战。从专业方面看，就业相对容易的热门专业领

域（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和非热门专业的大学生，

面对的就业压力（壓力型生活事件）是不同的。

因此，未来的研究中可以更加具体地分析不同年

级的大学生群体面对的壓力型生活事件有哪些，

以及这些壓力型生活事件产生的作用效果。第三，

基于前文讨论到不同年级和专业同学面对的生活

事件的差异，未來的研究中可以分析不同維度的

壓力型生活事件對主觀幸福感和網絡成癮的影

響，對比不同壓力型生活事件產生的效果。第四，

隨著互聯網時代的發展，大學生群體所面對的人

際關係除了現實生活中的人際關係外，虛擬網路

中的人際關係也會影響到其幸福感，例如網路霸

淩（cyber bullying）給大學生人際關係帶來的影

響 [65]。所以在未來的研究中，測量大學生的生活

壓力事件時，也要將大學生在網路虛擬世界經歷

的事件作為因素之一，分析其對大學生群體的主

觀幸福感和網路成癮現象產生的影響。同時，還

可以通過虛擬和現實世界經歷的人際關係產生的

影響效果進行對比，從而更好地分析和解釋現實

和虛擬世界的生活事件給大學生幸福感帶來的影

響。第五，本研究採用的外控型人格量表測量的

維度集中在學業方面。但網路時代的大學生群體

經歷的生活事件存在多樣性的特點，所以未來的

研究中也會考慮開發符合中國大學生群體特點的、

多維度的大學生外控型人格量表，用來測量在不

同生活情境中大學生群體的外控型人格特點的表

現。第六，在衡量網路成癮衡量方面，未來也需

要找出更有效準確的方法和標準。因為智能手機

和網絡的普及率越來越高，在此環境下很多生活、

學業和工作上的溝通及問題的處理會通過網絡，

所以個體使用網絡的平均時間及使用頻率都會提

升，那麼原有的衡量網絡成癮的標準（例如網絡

使用時間）和方法也需要在未來的研究中進行發

展和完善。例如，很多的大學生使用網路不只是

玩遊戲和網路直播等單純的娛樂，他們還會通過

各種網路課程來提升自己的綜合能力。所以在未

來要更加細緻地測量非網路學習時間以外的、過

度的網路娛樂時間作為網路成癮的衡量標準，尤

其是在新冠病毒疫情流行期間，不只是大學生，

整個社會的網路使用的方法和時間都在增加。因

此，未來需要開發更加符合互聯網發展環境的網

路成癮量表。第七，壓力型生活事件的經歷給大

學生造成的資源流失除了可以從網路虛擬世界中

獲得補償之外，現實世界中的人際關係也是一個

非常好的補償途徑。例如以往的研究中提到的社

會支持（social support）[66] 以及社會活動（social 

activities）[67]。所以未來的研究中還可以考慮分析

現實的人際關係網路對壓力型生活事件的緩衝效

果（buffer effects）。除此之外，從資源保存理論

的視角來看，個體在生活中擁有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和心理資本（psychological capital）也會

對壓力型生活事件產生的影響產生緩衝效果，進

而對大學生的網路成癮產生影響。所以未來的研

究還可以將大學生的社會資本和心理資本作為個

體差異納入到研究中，分析其對網路成癮的影響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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